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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 2012年、2014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

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

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

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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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列为新时代新征程下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乡村产业振兴作为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一

方面，传统农业种养结构较为单一且后向延伸不充分，质量效益和比较效益低，农民生产积极性

不高，土地撂荒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农村二三产业长效发展机制尚不健全，粗放式经营模式下

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中高端产业发展不足，供求结构性失衡严重，农村优势资源利用效率低。为

强化农业基础性地位、提升农村内在发展动力、拓展农村居民收入来源，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下文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该理念提出之后，各地加快了农村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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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融合的步伐，产业融合主体不断涌现，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大幅增加，“互联网+”“旅游+”
“生态+”等深入渗透并融入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新产业新业态提档升级，融

合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更加紧密，农户就业和增收渠道实现多元化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

中有效开发和利用地区优势资源，不仅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也为产业扶贫和产业脱贫找到

了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艰巨任

务，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这并不是我国扶贫工作的终点，由收入差距、能力不足和资源

不均等问题引发的相对贫困现象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仍广泛存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任重而道远。2020年 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意见》，设定了由集中资源全面支持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转变的5年过渡期。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到2035年“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

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总体目标。

因此，如何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高效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我国“后扶贫时代”

的重要改革发展任务。在此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创新理念，能否发挥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探讨

和实证检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约束下，收入无法满足除基本生存性需

求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且对于参照群体而言，在发展机会、教育、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

存在困境的生活状态。已有学者从人力资本、金融知识和数字素养等个体特征，以及普惠金融、

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养老体制等外部环境方面研究相对贫困的致因和缓解措施，但鲜有学者关注农

村产业发展模式和现状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现阶段，产业振兴和结构转型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国家也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就是其中之一。现有关于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可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末。今村奈良臣正式将农业引入到产业融合框架

中，并提出“六次产业”的概念，鼓励农户参与到农产品加工、流通和销售过程中，通过产业链

条后向延伸实现产销一体化，使农户分享更多二三产业增值带来的利润。随着我国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实践的推进，国内学者对其内涵的研究不断丰富，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界定为以一二

三产业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为路径，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

以产业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为结果，通过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带动资源、要素、

技术、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现有研究主

要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产值贡献度法，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

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等多维度构造评价指标体系。

现有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评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信息技术进步

使产业关联度逐渐加深、产业协调和融合发展势头不断加快［1］，这不仅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也逐渐成为消除贫困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2］。农村产业融合作为产业发展中的主要趋势和

目标，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接触市场机会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愈发显

现［3-4］。其二，评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李云新等［5］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产品价值增值，相较于传统农业模式，参与香菇产业经营的农户增

收效应超过 50%。朱桂丽和洪名勇［6］基于对西藏自治区拉萨、日喀则和山南三地的青稞种植情

况调研发现，农村产业发展配套服务与农业经营组织建立利益联结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其三，探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李晓龙和冉光和［7］认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镇化进程两条途径降低城乡收入差距。齐

文浩等［8］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不仅可以促进农户增收，而且有利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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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综上，现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对其概念界定、指标体系构建及

效应评估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针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直接关联的研究尚有

待完善：其一，对两者间因果联系的理论解析还有待深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

的内在逻辑分析亟待加强。其二，在实证检验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收效

应和缓解绝对贫困效应，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研究相对匮乏，且未能给出严格的因果关系检验

证据。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梳理农村产业融合的制度背景和

发展历程，理论解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关联性，并提出其作用机制。

其二，综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和模式，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计算发展指

数，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其三，

以“同省份其他地级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且通过替换

核心指标、变换估计方法和子样本回归等方法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同时结合地区和家庭特征

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充分发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效能提供实践依据。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生产的

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但随着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农户、大市场”

的矛盾开始凸显并日益尖锐，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单元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市场化

需求，传统的供销社、农技站等涉农服务组织转变滞后甚至陷入瘫痪状态。1992年，党的十四

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决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机遇与现实困境交织，因而

建立一种更高层次、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运行机制要求的农村经济组织显得更加迫切。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转变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潍坊市率先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子，并于 1993年
初规划“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即以“确立主导产业、实施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

规模经济”为基本思路，通过发挥当地生产优势，并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有特色的农业专业化、

规模化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鼓励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带动农民增收。

20世纪 90年代末，山东省率先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人民日报》记者系统调研

后发表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并配发了三篇述评，基本确立了统一的农业产业化概念和内涵。至

此，农业产业化思想在全国得到了广泛传播。2001年 10月，全国农业产业化现场经验交流会在

潍坊市召开，农业产业化模式开始在全国推行并实施。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工商资本、民间

资本和外来资本大量涌入农业产业化领域，规模经营理念进一步加深，农业规模效益显著提升。

截至 2015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达 38.6万个，辐射带动农户 1.26亿户，产业化经营农户年

均增收3 380元。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转变为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由要素投入

转向创新驱动，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涣散化

的新“三农”问题逐渐暴露，以提高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始向纵深发展。一

方面，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的壮大，内部分工不断细化，产业群增加，产业链延伸，新兴产

业和边缘产业产生；另一方面，其他产业逐步向农业渗透，产业间技术互补和融合加深，观光

型、生态型和综合型农业等成为农村经济增长新动力。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比于传统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其更加注重产业的空间拓展［9］，引

导二三产业向乡镇集聚，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更加强调产业的横向拓宽，延长产业链，挖掘

农业的非生产功能；更加促进产业的业态创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丰富利益联结机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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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的十九大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列为未来农村发展三大工程之一。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升级

版，农村产业融合将逐渐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并不断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2018年发改委组织有

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评估，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

（2017年）》，该《报告》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方面

的作用日益显现。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 5—10年
时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乡村产业振兴

取得重要进展”的目标要求。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并提出“十四五”阶段我国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

宽，农村产业发展内在动力持续增强”的规划目标。可见，为实现新一阶段农村发展目标，未来

仍需持续加快主体融合、业态融合和利益融合进程，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现乡村

振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

与显性的物质层面的绝对贫困不同，隐性的相对贫困更加突出由社会比较和社会排斥造成的

发展权力和可行能力不足，故“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不仅需要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提高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更需要关注发展机会、资源和服务的平衡分配，建立起经济增长、

发展能力提升和社会资源保障“三支柱”的长效治理机制［10］。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探索乡村

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的新发展理念，在通过农业内部融合、链条延伸、多功能拓展和新技术渗透

等多种模式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农户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机会

和增收渠道。此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更多发展资源和便捷服务向农村地区流动，有利于

弥补相对贫困群体在谋求发展时面临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约束，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基于上述分

析，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假设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相对贫困。

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生产效率与家庭相对贫困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农业优势资源为依托，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规模化管理模式提高农林牧

渔业内部生产效率。一方面，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综合地理区位优势和市场消费升级的

需要，配置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发挥规模效益，加快高端农业、设施农业和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

实现农副产品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融合主体间合作方式更加多样，逐

步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使农村家庭经营风险降低，专业化生产水平和农业参

与积极性提高。已有研究证实，农业发展在缓解农村贫困中的作用较其他产业更为突出，且进入

21世纪后，农业收入增长的减贫效果进一步增强［11］。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关键期，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通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高农业比较收

益，带动更多农户充分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并逐步摆脱相对贫困。基于

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假设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缓解家庭相对贫困。

3.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非农参与与家庭相对贫困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越发严重，因而改变劳动力生计策略、促进农户

非农参与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链延伸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方

式之一，通过农业前向和后向关联将农产品加工、包装和运输等多种经济活动留在农村，为低技

能闲散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技能，获得除农业之外更多的劳动收

入。此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主体间利益联结方式增多且关系更加紧密，“土地租金+务
工工资+返利分红”等创新型利益分配方式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12］。一方面，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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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增加直接发挥了增收效应，为家庭寻求更高品质生活和更多发展资源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

面，非农参与增加也有效熨平了纯农业生产家庭由于自然环境多变和市场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收入

不确定性［13］，提高家庭对抗外来冲击的能力，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基于此，笔者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假设3：：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参与缓解相对贫困。

4.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相对贫困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相对贫困超越了物质匮乏的内涵，其认为人力资本水平不足是使农户陷入

相对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14］。长期以来，受思想观念和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村家庭对于教育、

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重要性的认知相对不足，人力资本投资低，且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优质人

力资源集聚城市，导致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加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更多企业管

理经验和技术人才引入农村生产活动之中，同时对农户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与参与

能力。与此同时，在在线支付、电商网购等新业态的大环境下，知识和技术水平成为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为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农村低收

入居民教育支出增加［15］。可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够通过外在资源供给和农户内在主动性提

升等方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假设4：：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缓解家庭相对贫困。

5.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互联网普及与家庭相对贫困

信息作为一种赋能资源和无形资产，已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生产生活中处

于信息劣势的农户往往面临更加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和发展资源不足等社会问题，更容易陷入相

对贫困。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等信息资源普及可以在缩小城乡差距［16］和减少各类贫困中发挥

直接或间接的中介作用［17］。在新时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强调持续加快互

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应用，实现互联网、人工智能和 5G等现代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18］，

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另外，互联网普及为新业态创新提供了更多方向和可能

性，“田头市场+电商企业+城市终端配送”等营销模式有助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激发农户

创新意识，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实施中推进互联网普及等农

村信息化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可以使更多低收入群体享受到互联网红利。基于此，笔者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假设5：：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推进互联网普及缓解家庭相对贫困。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 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数据。该调查于 2012年正式开始，采用

轮换样本追踪方式，每两年在我国城乡范围内开展问卷调查，形成反映劳动力个体、家庭和村庄

社区变化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住户成员特征、家庭就业状况、收入和消费结构、社区发展等

信息，使本文能够在控制样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作用机

制。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地区，依据家庭所在地区类型剔除城市样本数

据。根据家庭、个人和村庄编码进行样本数据的匹配和合并，获得包含三个层次信息的完整农村

样本数据集。使用城市识别代码，将 2011年、2013年和 2015年城市层面指标与微观数据相匹

配，得到涵盖全国 161个城市的 15 133个农户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

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应省市统计年鉴和年度统计公报等政府工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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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和内生性讨论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使用城市层面和农户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城市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如下：

yict = α0 + α1RICDct + α2Xict + λc + λt + μict （1）
其中，i表示家庭，c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yict反映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为

二值变量，符合相对贫困标准时设为 1。解释变量RICDct表示 t年 c城市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衡量。Xict表示包含家庭、个人、村庄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λc和λt分

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和时间维度不可观测因素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

响。μict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系数α1的方向和显著性。

2.机制分析模型

为验证理论分析中提出的 4个潜在机制变量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中的作

用，本文参考高鸣和魏佳朔［19］的做法，将农业生产效率、非农参与、人力资本水平和互联网普

及分别作为机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Mict = β0 + β1RICDct + β2Xict + λc + λt + δict （2）
其中，Mict表示待检验的机制变量，δict表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3.内生性讨论

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与模型设定，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导致内生性问题：其一，遗漏变量

问题。尽管对家庭、个人、村庄和城市层面的特征进行了控制，且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与家庭相对贫困

产生影响，如家庭风险承受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其二，双向因果关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能会

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但家庭和地区相对贫困程度越低，越可能具备发展农村产业融合的人力资本

和基础设施等条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因此，为了纠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验证

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吕越和邓利静［20］以城市所在省份内其他城市的指标均值为工

具变量的方法，选取“同省份其他地级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均值”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同

省份其他地级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均值反映了该城市相邻地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同

省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时往往能够发挥“示范效应”“邻善效应”，为该城市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故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此外，其他城市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会直接影响该城市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即工具变量与回归方程的扰动

项不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

（三）变量的测度与说明

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测度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因其多样的融合模式和地区特色而极具复杂性和综合性，故难以使用单一

指标评价其发展水平。本文参考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测度相关文献，运用综合指数法从产业融

合进程和融合绩效两个方面出发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产业融合进程方面结合“农业内部

融合”“产业链条延伸”“多功能拓展”“新技术渗透”等融合模式，选取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

多功能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三个一级指标；融合绩效方面突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业、农村

和农民的影响，选取城乡一体化一级指标。此外，由于省份内部不同城市间农业发展水平、基础

设施状况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故本文在地级市层面细化和构建二级指标，以反映城市层面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差异状况，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回归结果偏误，最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

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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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

指数

一级指标

农业产业链延伸

农业多功能发挥

农业服务业融合

城乡一体化

二级指标

人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人均粮食产量

化肥强度

乡村从业人数

人均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

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化率

指标含义

（粮食产量+ 油料产量+ 肉类产量） /
乡村人口

粮食产量/ 乡村人口

化肥折纯量/ 农作物播种面积

乡村从业人数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乡村人口

互联网用户数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性 质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为消除数据的不同量纲，本文采用直线型阈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计算公式为：

x′jct =
ì

í

î

ïï

ïï

xjct - xminj
xmaxj - xminj

+ 1 ,正向指标

xmaxj - xjct
xmaxj - xminj

+ 1,负向指标
（3）

其中，xjct为指标评价体系中 t年 c城市的第 j个二级指标，x′jct为标准化值，其值越大，说明该

指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贡献越大。

本 文 参 考 张 林 等［21］ 采 用 面 板 数 据 熵 权 法 计 算 各 指 标 权 重 wj ， 最 终 线 性 加 权

RICDct =(∑j= 1
n wj × x′jct - 1 ) × 100得到 t年 c城市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

到各地级市 2011年、2013年和 2015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整体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值、极差和

增长率均值，具体如表 2所示。参考曹祎遐等［22］的研究，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指数低于 40为较低

发展水平，处于 40—60之间为中等发展水平，高于 60为较高发展水平。由表 2可知，对比分析

不同地区和年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及其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此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呈

现以下特征：其一，由于 2015年之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尚未厘清，各地级市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处于自主探索阶段，缺少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和政府支持，各地农村产业融合均处

于较低发展水平。其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条件。经济发

达地区优质的企业资源和发展机会可以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区域经济不平

衡会导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平均来看，我国商品粮基地所在的东中部地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三，从纵向变

化来看，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率水平较低，尚未形成持续发展

格局。与此同时，地区间差异不断缩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极差由 2011年的 28.717缩小为

2015年的20.379。
表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整 体

23.607
24.235
24.380

东 部

24.358
25.004
24.994

中 部

24.407
24.958
24.933

西 部

23.735
24.299
24.465

极 差

28.717
26.314
20.379

增长率均值

3.276%
1.133%

2.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

收入比例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相对贫困线设定方法。2001年欧盟将贫困阈值设置为人均可

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60%，该阈值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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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相对贫困线比重设置范围［23］，大致形成 30%—50%的标准比重，

但基数选取存在差异。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以样本所在年份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的 40%
作为相对贫困线，并在后续回归中将其变更为 30%和 50%进行稳健性检验，基数为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6 977元、8 896元和11 422元。

设置二元变量“相对贫困”，即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家庭设定为1，否则为0。
3.机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机制变量如下：农业生产效率，采用家庭人均农业年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非农

参与，以家庭收入来源情况为依据构建二元变量，家庭有非农收入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人力

资本水平，采用家庭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互联网普及，家庭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网时取值为

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个人、家庭、村庄和城市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户主年

龄、户主性别、户主政治面貌、户主户口类型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

土地面积和家庭成员关系；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地形、村庄劳动力人数、村庄距县城区政府距离

和村庄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城市特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N=15 133）

变 量

家庭相对贫困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政治面貌

户主户口类型

户主受教育水平

家庭规模

土地面积

家庭成员关系

村庄地形

村庄劳动力人数

村庄距县城区政府距离

村庄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农业生产效率

非农参与

人力资本水平

互联网普及

定 义

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户主年龄

男性=1，女性=0
户主政治面貌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2
户主最高学历

家庭成员数（人）

家庭土地总面积（千亩）

调查人员评价的家庭成员间关系

平原=1，丘陵=2，山地=3
本村15—64岁居民人数（千人）

本村距离县城或区政府的公里数（百里）

本村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万家）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全社会各行业人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全社会各行业人员（%）

家庭人均农业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家庭有非农收入时设为1，否则为0
家庭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

家庭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网时设为1，否则为0

均 值

0.326
22.000
51.591
0.365
1.193
1.034
3.518
4.201
0.004
6.989
1.771
1.396
0.025
0.404
0.153
48.411
49.884
9.365
0.708
8.225
0.301

标准差

0.469
4.778
10.751
0.481
0.583
0.182
1.094
1.713
0.005
1.735
0.830
1.411
0.022
0.331
0.201
14.922
13.936
14.194
0.455
1.307
0.459

最小值

0
9.976
16
0
1
1
1
1
0
0
1

0.003
0
0

0.002
4.460
15.390
0.000

0
0
0

最大值

1
35.008

90
1
3
2
6
20

0.120
10
3

14.800
0.120

500.000
4.873
84.400
100.000
600.000

1
11.408

1
注：①非农参与：包括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②户主政治面貌：群众=1；民主党派=2；中共党员=

3；③户主最高学历：1表示未上过学，2表示小学，3表示初中，4表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5表示大专，6表示大学

本科及以上；④家庭成员关系：由CLDS调查访问员自填，共分0—10个等级。0表示家庭成员关系最冷漠，10表示最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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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家庭相对贫困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326和 0.469，这说明样本中 32.6%的家

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22.000和 4.778，且最大值

和最小值分别为 35.008和 9.976，说明不同家庭所处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水平低、

差异大”的特征。此外，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我国现实情况基本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 量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政治面貌

户主户口类型

户主受教育水平

家庭规模

土地面积

家庭成员关系

村庄地形

村庄劳动力人口数

村庄距县城区政府距离

本村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城市FE
时间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OLS
（1）

-0.013***（0.001）

控制

控制

0.263***（0.049）
15 133
0.127

（2）
-0.013***（0.001）

0.034***（0.003）
-3.628***（1.006）
-0.032***（0.002）

控制

控制

0.392***（0.052）
15 078
0.150

（3）
-0.013***（0.001）
0.008***（0.000）
-0.032**（0.013）
-0.037***（0.006）
-0.073***（0.020）
-0.034***（0.005）
0.035***（0.002）
-2.801***（0.999）
-0.025***（0.002）

控制

控制

0.238***（0.062）
14 751
0.191

（4）
-0.007***（0.002）
0.008***（0.000）
-0.023*（0.013）
-0.044***（0.007）
-0.064***（0.022）
-0.028***（0.005）
0.035***（0.003）
-4.464***（1.060）
-0.024***（0.002）
0.070***（0.007）
-0.019***（0.003）
0.478**（0.269）
0.001***（0.000）
-0.191***（0.050）
0.001（0.002）
0.001（0.002）

控制

控制

0.033（0.234）
11 841
0.217

IV
（5）

-0.041***（0.006）
0.008***（0.000）
-0.029**（0.013）
-0.047***（0.007）
-0.058***（0.019）
-0.031***（0.005）
0.035***（0.002）
-4.365***（0.929）
-0.023***（0.002）
0.050***（0.008）
-0.017***（0.003）
0.376（0.283）
0.001***（0.000）
0.164**（0.078）
-0.001（0.002）
-0.005**（0.002）

控制

控制

0.948***（0.275）
11 841
0.19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文同。

由表 4可知，在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逐步加入个人、家庭、村庄和城市层面

的控制变量后，基准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庭

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假设 1成立。从回归系数来看，只有在加入村庄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后，回归系数变动才较为明显，导致该变动的原因可能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实施以村庄或城市等

更高级别地域范围为单位展开，回归结果因村庄和城市特征差异而出现明显不同。控制变量对家

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与理论预期一致。户主作为家庭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其性别、年龄、受教育水

平、政治面貌和户口类型等特征对家庭相对贫困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如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

庭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有利于摆脱家庭相对贫困。在家庭层面控制变量中，家庭成

员人数越多，越不利于农户摆脱家庭相对贫困；而家庭土地资源越多和家庭成员关系越融洽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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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减少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更多正向支持。村庄特征中地形相对平坦、距离县城或区政府较近的

村庄交通运输成本较低，便于农业生产及其后续加工、运输等活动的开展，从而有效减少家庭相

对贫困发生的概率。村庄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和劳动力人口数量代表村庄的经济条件和人力资本

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吸引外界资本和技术，从而增加农户增收机会，降低陷入家庭相对贫

困的可能性。城市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越多，越能够为所在地居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有

利于摆脱家庭相对贫困。

（二）内生性检验

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同省份其他城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均值

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

检验，①工具变量有效性得到验证。两阶段回归结果与OLS回归得到的结果一致，再次证明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相对贫困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

为Logit模型估计方法和删除直辖市样本四种方式进行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是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合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为排除指数计算方法

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通过变换无量纲处理和权重设置方法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简化指

标无量纲处理过程，采用阈值参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x′jct =
ì

í

î

ïï

ïï

xjct
xmaxj

,正向指标

xminj
xjct

,负向指标
（4）

同时采用相同的熵权法计算权重，加权RICDct =(∑
j=1

n wj × x′jct) × 100得到变换阈值的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指数。为排除指标权重设置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对评价体系中指标进行等权重赋权处

理，得到等权重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将重新计算得到的两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作为新

的解释变量，并分别对以所在年份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 40%为标准识别的家庭相对贫困状态进

行回归，所用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结果显示，替换解释变量计算方法后回

归结果仍显著为负，排除了指数计算方法的选择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2.替换被解释变量

目前，相对贫困线在收入基数和比重方面的选择尚未统一，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选用所在年份

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 40%作为家庭相对贫困状态的识别标准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也需进一步检

验。故本文通过替换相对贫困线的收入基数和比重，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将收入比重

40%替换为 30%和 50%重新定义家庭相对贫困状态，验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不同相对贫困群

体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改变相对贫困线收入比重并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考虑到均

值易受极端值影响，导致基于收入均值测度的相对贫困标准内生。因此，本文借助中国劳动力动

态调查中 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农村样本数据，计算得到三个年度农村样本家庭人均年收入

中位数，并将农村样本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 40%作为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重新定义

家庭相对贫困状态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相对贫困收入基数的不同也未导致回归结果发生

较大变动，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到进一步证实。

① 工具变量估计中，第一阶段结果是内生解释变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对工具变量（所在省份其他城市的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指数均值）的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均已控制，回归系数为 0.43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识别不足检验使用Klei⁃
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使用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识别不
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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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换为Logit模型估计方法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得到了较为直观、更具经济含义的回归结果。为避免模

型设定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回归模型更换为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虽然Logit
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直接代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但其符号与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剔除直辖市样本

我国直辖市区别于其他地级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具有特殊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优先扶持

政策。综合而言，我国直辖市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聚集了大量人

才和优质企业，因此，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和政策实施进程可能较普通地级市不同。为排除城

市行政级别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删除样本中位于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的家庭样本重

新估计。结果显示，与基准回归相比，估计系数有一定程度增大，但仍在 1%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的作用在非直辖市城市也显著存在。

（四）异质性分析

1.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异质性

城市产业结构反映了地区内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其不仅能从整体上影响城

市生态环境、空间分布和经济发展建设，也会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劳动力流向和收入结构。因此，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效果是否会因家庭所在城市基期产业结构条件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呢？基于此，本文以各地级市 2010年全市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为依据，将

全部城市划分为非农经济比重低和非农经济比重高两组，分组进行回归。如表 5列 （1） 和列

（2）所示，对于所在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的家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抑制效果

更显著，而对于所在城市非农经济比重低的家庭，回归结果大小相同但不显著。呈现这种差异可

能的原因在于，非农经济比重高的城市二三产业相对发达，发展经验和资源更加丰富，市场需求

更大更广，家庭可以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因而可以

从更大程度上摆脱家庭相对贫困。

2.基于村庄道路状况的异质性

村庄道路是农村家庭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道路状况直接关系村庄经济发展和家庭各项生

产经营活动开展的成本［24］，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可能也会因此而不

同。基于此，本文以村庄硬化道路比重的均值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低硬化道路比重村庄和高硬化

道路比重村庄两组，分样本讨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因村庄道路

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如表 5列（3）和列（4）所示，在高硬化道路比重的村庄中，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减少家庭相对贫困的效果更显著。这说明良好的村庄道路状况不仅直接降低了家庭走

出去参与非农生产的交通成本，也便于家庭更多地从引进来的各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中寻求

新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多增收空间，进而更好地缓解家庭相对贫困。

3.基于家庭收入结构的异质性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和差别化特征。这不仅直接

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和稳定性，导致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而且可能导致其参与农村产业

融合的意愿和发展机会不同。为探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否会对不同收入结构家庭的相对贫困状

况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以样本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中位数为衡量标准，将样本分为两

组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5列（5）和列（6）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只在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高的一组中显著且影响更大。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收入占比

较高的家庭面临更大的收入不稳定性，其参与产业融合进行生产方式创新的积极性更高；同时，

农业收入占比更高的家庭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参与程度和了解更多，更可能从农村产业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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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多种模式中发现机会，增加收入来源，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

4.基于家庭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与低受教育水平的家庭相比，高受教育水

平的家庭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术，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增收机会更多，能够更快地

实现生活水平提升和阶层跨越［25］。基于此，本文以户主最高学历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为

高受教育水平和低受教育水平两组，分组回归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

同受教育水平家庭中的异质性。如表 5列（7）和列（8）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只对高受教育

水平家庭具有显著的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对低受教育水平的家庭影响不显著。对这一结果的合

理解释是：一方面，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对新兴事物的接受程

度和参与意愿更高，更容易参与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使更多

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流向农村，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从农村“资本—技能互补性”提升中获

益更多，资本利用效率更高，增收能力更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抑制效果更

显著。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

城市FE
时间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第一产业占GDP比重

非农比重低

（1）
-0.008

（0.005）
控制

控制

控制

2.400***

（0.632）
5 361
0.230

非农比重高

（2）
-0.008***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4.038***

（1.402）
6 480
0.237

村庄硬化道路比重

低于均值

（3）
-0.004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0.188
（0.407）
5 414
0.239

高于均值

（4）
-0.007**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0.192
（0.387）
6 424
0.240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低于中位数

（5）
-0.003

（0.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0.055
（0.331）
5 400
0.185

高于中位数

（6）
-0.008***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0
（0.139）
5 817
0.273

户主受教育水平

低教育水平

（7）
-0.002

（0.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0.233
（0.260）
4 348
0.259

高教育水平

（8）
-0.007**

（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0
（0.104）
7 493
0.220

五、机制分析

（一）农业生产效率

本文采用“家庭人均农业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进行机制分析。

如表 6列（1）和列（2）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033，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调整内部经营模式克服农业结构单一、市场空间不足的弊端，同时

引进更多高新技术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现有研究成果认为，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减贫的拉动作用更显著，且杨国涛

等［26］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以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而

形成减缓贫困的长效机制。上述实证结果与现有研究可以证实，农业生产效率是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此，假设2得以验证。

（二）非农参与

本文以家庭收入来源为依据构建“非农参与”二元变量，即设定家庭有非农收入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将其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如表 6列（3）和列（4）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对非农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01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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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非农参与水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推动农业产前、产

中和产后一体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条，扩大农村经济发展空间，为农户参与非农就业提供更多机

会，同时农户与企业间利益联结模式不断丰富创新，提高了家庭经济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周

力和邵俊杰［27］研究发现，在“城乡中国”背景下，非农就业有利于降低农村居民客观或主观相

对贫困发生的概率。宋嘉豪等［28］认为，非农就业可以通过增收效应和稳定效应两种渠道降低家

庭相对贫困。上述实证结果与现有研究可以证实，非农参与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家庭相对贫

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此，假设3得以验证。

（三）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将“家庭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替代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如表

6列（5）和列（6）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038，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可以通过职业技术培训直接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还会在新业态创

新的过程中加深农户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认知，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推进，农户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家庭教育和健康投资的资金约束持续降低，人力资本水平大大提升。斯丽娟［29］从农户

家庭特征和农户家庭行为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教育发展状况滞后和劳动者素质不能适应现代产

业发展要求是导致农户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从根本上降低家庭

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上述实证结果与现有研究可以证实，人力资本水平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

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此，假设4得以验证。

（四）互联网普及

本文将“家庭是否通过电脑或手机使用互联网”作为互联网普及的代理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如表 6列（7）和列（8）所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互联网普及的回归系数为 0.005，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使用互

联网的概率，进而推动互联网普及。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又一项福

利改善，通过将高新技术应用于各项农村生产经营活动并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可以实现效率提升

和产品增值。互联网普及也可以通过提高农户信息能力、拓宽社会资本渠道和改变思想观念等间

接方式提高家庭增收能力。冀县卿等［30］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可以有效提高家庭开展社会经济

活动的可行能力，减弱获取就业信息、金融信息、交易信息和政务信息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降低生产经营、市场交易、就业创业中的信息谈判及执行成本，进而拓展家庭缓解多维相对

贫困的能力和路径。上述实证结果与现有研究可以证实，互联网普及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家

庭相对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此，假设5得以验证。

表6 机制分析结果

变 量

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

城市FE
时间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农业生产效率

OLS
（1）
0.033***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12.752***

（0.789）
6 693
0.224

IV
（2）
0.081***

（0.029）
控制

控制

控制

7.875***

（0.497）
6 693
0.230

非农参与

OLS
（3）
0.010***

（0.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0.210
（0.247）
11 138
0.130

IV
（4）
0.025***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1.218***

（0.161）
11 138
0.129

人力资本水平

OLS
（5）
0.038***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9.512***

（1.072）
5 751
0.115

IV
（6）
0.132***

（0.029）
控制

控制

控制

7.633***

（0.682）
5 751
0.102

互联网普及

OLS
（7）
0.005***

（0.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0.086
（0.219）
11 841
0.250

IV
（8）
0.046***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9
（0.156）
11 841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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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变的过渡期，也处于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建立农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期，理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相对贫

困治理间的关联和作用机制对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在梳理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和融合模式的基础上，本文在地级市层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

数，并结合 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微观农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控制家庭、个人、村庄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会

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

成立。其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非农经济比重高的城

市、具有良好道路状况的村庄、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

庭相对贫困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其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促进非农参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加快互联网普及四个渠道减缓家庭相对贫困。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落实各项扶持和试点政策，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虽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呈现出发展水平低和地区差异大等初级阶段特征，体制和环境条件是关键

障碍之一。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存在诸多堵点，资金、技术和人才无法持续稳定向农村汇聚，进而

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态势，阻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政府应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引

导，并密切关注各项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用地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人才培训等相关扶持

政策的落地情况，切实破除地区要素制约障碍，打破部门分割和行业垄断，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

适宜优良的外部条件和政策环境。同时，也应积极组织先进发展经验的交流分享和学习，从整体

上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下好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一盘棋”。

第二，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建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政府应充分挖掘农村潜在资源、生态和文化的多元价值及功能，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宽农村经济发展思路和空间。推进农村产业融

合示范园建设，鼓励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农村经济引入现代

工业标准和服务业人本理念，依托市场导向发展全产业链模式，推进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

三产走高端，逐步建立起集食物保障、原料供给、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

市场服务等产业于一体的复合型发展体系。

第三，加强产业融合宣传和培训，鼓励更多农户参与其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理念的实施依

托于需求侧结构升级和现代化产业设施普及，而农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力资本不足的限制对新

生事物的了解和认可度偏低，难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持观望态度。因此，政府应加强农村产业

融合不同发展模式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搭建信息化服务和创业孵化平台，积极组织农户尤其是低

收入弱势群体参与技能培训并利用自身优势切实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第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财产权益。现阶段，农村产业融合主体间利益分配多以

农产品买卖、土地租赁、劳动力雇佣为主，分红型、股权型利益联结形式还比较少，导致乡村产

业升级的大部分增值收益无法留在农村，也无法真正惠及农户。政府应遵循将产业振兴红利更多

留在农村的原则，加大对“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紧密型利益联

结机制的鼓励和补偿，加强规则约束和违约处罚，维护健康有序的产业融合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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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a strong driver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 key engine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weak foundation and insufficient dynamism. How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orm task.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background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t the city level, and combines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in 2012, 2014 and 2016.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on household relative poverty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It is found that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holds falling into relative
poverty,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non ⁃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of
household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n line with the relative poverty “three⁃
pillar” governance strategy of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social secu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household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city, a larger proportion of hardened
roads in the villag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family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a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get
rid of relative poverty through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its context,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its impact on family
relative povert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causal logic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families,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gional and household heterogeneity.

The conclusion confirms the prominent role of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mode i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to some extent, which help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more targeted development plans unde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and for post ⁃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 and pilot policies related to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guide and ensure that various mechanisms for linking the interests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nd
enterprises play their role, and guide more rural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and share the dividen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t an early date.
Key words：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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